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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调查与修复的市场快速增长,但同时产生了单个项目平均价格大幅下降、项目质

量难以保证等问题,使得有效且准确的风险筛选和评估成为了贯穿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全过程的关键。 本文概述了我国现行

污染场地风险筛选框架,分析“筛选值”和“用地方式”两大核心准则在框架中的关键地位。 通过对文献报道、项目报告、地方

标准的调研,本文分析了两大核心准则背后的问题,包括筛选值方面的筛选值保守性不明,复杂组分混合物的毒性参数不明,
筛选值与检测结果之间缺乏统计学分析;用地方式方面的非居住型敏感用地处理不明,部分敏感用地方式归类模糊,“自上而

下”评估方式需要调整等。 通过分析现行污染场地风险筛选框架中的潜在问题,有助于制定更合理的污染场地风险筛选及管

控框架,平衡保障人体健康安全与降低修复工程成本的两方面要求,为新污染物的筛选评估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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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arket for soil pollution investigation and remediation in urban development has
grown rapidly in China. However, this has led to problems such as a significant drop in the average price of indi-
vidual project and difficulties in ensuring project quality, which makes effective and accurate risk screening and as-
sessment a critical issue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of contaminated site risk management.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risk screening framework for contaminated sites in China and analyzes the critical role of the two core criteria:
“ screening values” and “ land use” in the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 Through research on literature, site projects,
and regional standar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behind the two core criteria, including uncertaint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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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veness of screening values, unknown toxicity parameters for complex mixture components, and lack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between screening values and detection results. In terms of land use, the handling of non-residen-
tial sensitive land is unclear, the delineation of sensitive and non-sensitive land is unclear, and the “ top-down” e-
valuation method needs adjustment. By analyzing the potential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risk screening framework
for contaminated sites, this paper helps to develop a more reasonable framework for screening and risk-controlling
of contaminated sites, balancing the two requirements of guaranteeing human health safety and reducing the cost of
remediation projects, and providing guidance for the screening and evaluation methods of emerging contaminants.
Keywords: contaminated site; screening value; land use; remediation goal; health risk assessment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与原有工业场地的

大规模搬迁,城市新建设用地面临的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问题愈发突出。 2016 年以来,《土壤污染防治

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污染地块土壤环境

管理办法》 《地下水管理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集

中颁布,相关国家及地方标准相继出台,使得城市

建设用地的土壤污染调查与修复工作进入有法可

依、稳步发展的快车道,大大提升了相关产业与市

场的规模 [1]。
为了避免过度修复造成的浪费,基于风险等级

的污染地块分级管控策略逐渐为多数国家认可。 为

了实现精准的污染土壤修复,需要基于场地土壤的

采样检测结果和适当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模型,对
场地土壤进行多层次的风险筛选和评估,以确定需

要进行修复的污染位置、面积、深度及修复的目

标[2]。 根据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发布的报告,随
着近年来土壤修复市场的快速增长,土壤场地调查

等咨询类项目的数量激增,土壤修复工程市场的承

载量已不能与之匹配[3]。 场地调查咨询项目利润下

降、完成质量下滑、工期紧张乃至弄虚作假现象开始

显现[4]。 同时,我国土地开发还存在一定的特殊国

情,如土地国有、耕地保护、房地产企业主导等[4]。
由于我国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框架的法律法规体系形

成较晚,近年文献中虽有对相关制度的部分不完备

之处的探讨[2,5],但尚未有在构建整体框架的基础

上,围绕制度中核心潜在问题的分析。 在土壤修复

行业逐渐进入成熟期的阶段,系统解析场地风险筛

选及评估框架中的潜在问题,是平衡土壤修复中可

见的成本与不可见的长期人体健康风险矛盾的关

键一环。 另一方面,随着生态环境部发布《新污染

物治理行动方案》,开始对新污染物治理工作全面

部署,分析现有污染物风险筛选框架中的潜在问

题,有助于为新污染物确定更科学的筛选及评估

制度。

本文从国内外相关技术导则出发,概括我国法

律法规体系下,污染场地风险筛选的完整过程框架,
分析“筛选值”和“用地方式”两大核心因素在风险

筛选框架中的特殊地位。 基于筛选值和用地方式两

大核心因素,分析现行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框架可能

存在的问题,探索建立既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安全,又能提高土地流转效率、提升社会经济效益的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机制,并为建立新污染物筛查及

评估机制提供理论参考。

1　 污染场地风险筛选制度概述(Summary of risk
screening system of contaminated sites)
1. 1　 美国的污染场地风险筛选制度

本文以美国的立法过程为例,分析发达国家污

染场地风险筛选制度的立法实践。 美国的土壤污染

治理由联邦政府制定的“超级基金”制度主导,全国

的潜在污染场地通过危害排序系统评分后,危害性

较大的划入由超级基金管理的“国家优先名录”。
针对用作住宅用地的超级基金场地,美国环境保护

局在 1996 年颁布的《土壤筛选导则》中给出了标准

化的评价“七步法”:(1)建立场地概念模型(concep-
tual site model);(2)对比场地概念模型与筛选准则

(Soil Screening Level Scenario);(3)收集必需土壤数

据;(4)采样分析;(5)计算场地特性(site-specific)筛选

值;(6)对比污染物浓度与筛选值;(7)划定后续关注

范围[6]。 值得注意的是,《土壤筛选导则》提出了以

统计学方法处理采样检测数据的“暴露面积”法,即
以 0.5 英亩(2 023 m2)网格内的 6 处表层采样点为一

个对比筛选值的决策单元。
美国环境保护局在 2011 年颁布了《区域筛选

值用户指南》,给出了针对土壤、空气、水的“区域筛

选值”(regional screening levels, RSL)和“区域清除管

理值”(regional removal management levels, RML),两
者基于美国标准场地风险评估模型,分别以“致癌

风险 10-6 或非致癌危害商 1”及“致癌风险 10-4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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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致癌危害商 3”为基准[7]。 区域筛选值假设了居

民、室内工人、室外工人、建筑工人等受体,收录超过

1 000 项污染物指标,并保持每年更新。 美国环境保

护局强调 RSL 与 RML 均不是污染土壤的清洁标准

(cleanup standards),实践中仍需结合场地情况计算

特定的筛选值和制定污染场地的初步修复目标。 美

国环境保护局还在官方网站上提供了区域筛选值计

算器,允许用户根据自行设定的场地特征参数推导

目标污染物的筛选值。
对于居住用地以外的土地利用类型,美国环境

保护局在 2002 年发布的《土壤筛选水平补充指南》
中进行了详细规定。 其中,典型居住用地和工商业

用地可使用通用或场地特征方法推导筛选值,若场

地需要重新建设,还应进一步考虑建筑施工场景,推
导保护施工工人和场外居民的筛选值。 其他非居住

用地应结合实际的暴露参数调查,进行详细的场地

特性筛选[8]。
除美国外,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

也相继建立了以污染物的通用筛选值和预先设定的

用地方式两大指标为基础,对具体场地进行基于风

险的分级管理的污染场地土壤筛选制度。 发达国家

对污染地块分级管理的立法方向大多借鉴美国超级

基金制度的宗旨,即以具体地块的场地概念模型及

污染状况评级为主,将通用性的筛选值、用地方式

等指标作为污染状况评估的辅助指导,如澳大利

亚将广谱污染物健康效应和生态效应的筛查标准

均称为“调查值” (investigation levels)[9],加拿大、英
国则将健康效应筛查标准称为“指导值” (guideline
values)[10-11]。 发达国家的土壤筛查标准基本会给出

“居住用地”和“工商业用地”两大基本用地方式的

基准值,部分国家会针对特殊的暴露场景,如社区公

园、带花园的住宅等,给出专门的筛查标准。 整体

上,发达国家污染场地风险筛选立法大多由特定场

地的风险筛选出发,再制定筛选值等通用性筛查标

准作为辅助。
1. 2　 我国现行污染场地风险筛选制度概述

我国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基于健康风险的系统

性立法工作起步于 2010 年代初期,在以美国为代表

的发达国家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模型的基础上,北京、
上海、浙江等省市先行制定了本地的风险评估技术

导则及土壤筛选值,用以指导本地大型工业场地搬

迁后的修复工程。 随着国家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

规和纲领性文件的颁布,以《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 )》 (GB 36600—
2018)[12]和修订后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

术导则》(HJ 25.3—2019)[13]为代表的国家标准文件

相继发行,初步确立了我国对污染场地风险筛选管

理的基本框架。 本文结合流程图(图 1),参考美国

《土壤筛选导则》的“筛选”概念,简述我国制度中现

有的污染场地风险筛选规定。
1. 2. 1　 启动筛选———疑似污染场地认定

根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定,我国对疑似污染场地筛查采取强制性启动

制度,场地未来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或场地历史上曾从事污染性行业生产或原

料、废物贮存处置活动,即必须开展污染状况调查,
遵循《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1)规定的标准流程[14]。
1. 2. 2　 一级筛选 /二级筛选———筛选值层级

一级筛选和二级筛选分别对应导则(HJ 25.1)中
的初步采样调查和详细采样调查,两者皆基于污染

物采样调查,通过强制性通用标准筛选值执行污染

场地和污染点位的筛选。 由图 1 所示,一级和二级

的筛选均需要获取 3 项核心书面准则:待测污染物

指标、用地方式、筛选值,在我国污染场地标准体系

中,三者大部分来自书面标准文件的强制性规定。
污染物指标方面,国家标准(GB 36600)规定了疑似

污染场地应采样检测的 45 项必测指标(包含重金

属和有机污染物),同时应结合场地调查检测相应

的特征污染物。 用地方式方面, 国家标准 (GB
36600)要求在调查场地先行由规划部门制定土地规

划,调查机构再依照规划方案,将相应区域划为第一

类(敏感)用地或第二类(非敏感)用地,如果调查场地

无规划方案,则应全部视为第一类用地。 筛选值方

面,调查机构须对必测指标及特征指标,按确定的第

一类用地或第二类用地获取统一的筛选值和管制

值,其中污染物浓度超过相应筛选值的点位应进行

风险评估,超过管制值则视为存在明显风险;不在国

家标准内的指标,一般可参考地方标准或依据国家

风险评估导则中的模型推导。 按场地调查导则完成

现场布点采样环节后,直接比对采样检测结果和筛

选值(同时应参考清洁对照组的检测结果),筛选出

所有超标离散点位。
根据场地调查导则,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适用

的筛选标准基本相同,但在行政管理角度上,二者对

应不同的政府层级[15],因而仍适合划分成 2 个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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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筛选级别。 调查方在初步采样调查报告中认定场

地无污染并通过评审后,即可使场地直接投入后续

流转。 考虑到调查场地最终认定为污染场地的比例

约为 10% [16],一级筛选实际具有相当关键的分级管

理地位。
1. 2. 3　 三级筛选———风险评估层级

我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系列导则将场地的人体

健康风险评估设置为独立于采样检测的环节,须在

获取全部土壤及地下水详细采样数据后执行[13]。 根

据风险评估导则(HJ 25.3)的规定,风险评估环节需

要基于离散的污染物检测数据,通过标准风险评估

计算模型,按“致癌效应>10-6 或非致癌效应危害商

>1”的标准,筛选出风险超标点位,并划定连续的污

染风险区域。 由风险评估导则 (HJ 25.3)的细节可

知,风险评估层级筛选的书面准则大体继承筛选值

层级(图 1),如场地暴露参数的推荐值由与筛选值层

级相同的第一类或第二类用地方式确定,只在暴露

途径上建议结合场地实际调整。 由离散点位至连续

风险区域的环节主要由基于场地暴露参数获得的风

险控制值,与筛选值、背景对照值比对后,通过插值

方式划定场地中的连续修复区域,从而完成全部筛

选流程[17]。

图 1　 中国污染场地风险筛选框架的过程示意图

Fig. 1　 Scheme of the procedure of contaminated site risk screening framework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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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我国和发达国家的污染场地风险筛选立

法,作为后发国家,我国的初期立法更强调基于强制

性统一标准的管理模式,即先由地方标准或国家标

准立法制定关键污染物指标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再逐步过渡到基于具体场地的精细化管理。 在我国

土地制度和行业短期发展的限制下,初期的污染场

地治理标准体系中“筛选值”和“用地方式”等统一

性标准具有较大的强制效力。 两者在法规体系上存

在较多共性:(1)均是由单独的国家标准(GB 36600
和 GB 50137)规定,与场地调查建立的实际概念模

型无关;(2)效力均贯穿风险筛选框架中三级筛选的

全过程;(3)均有较大的强制力,在实践中容易成为

“一刀切”筛选的制度依据。 因而,分析“筛选值”和
“用地方式”两大准则在场地风险评估实践中的潜

在问题,可以有效把握现行场地风险评估框架的改

进方向。

2　 我国污染场地风险筛选制度的问题探讨(Dis-
cussion of issues of the risk screening system of
contaminated sites in China)
2. 1　 筛选值问题

经过污染场地治理的多年工程实践,国际上对

“筛选值”概念的共识是:筛选值不是特定场地的清

洁标准或修复目标,而是污染场地中最坏的人体健

康风险条件下的污染物风险限值[6, 12]。 采样点位检

测出的污染物浓度超过筛选值,表明该点位需要进

行进一步调查。 由于土壤污染的空间异质性较高,
且实际人体健康风险与场地的暴露条件关系密切,
使得相较于水、大气等领域通行的“排放标准”限

值,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更适合设置成多层次式“筛
选”指标,并考虑到指标的保守性和有效性。 本部

分以我国现行的 GB 36600—2018 标准及配套编制

说明为例,分析现行土壤筛选值制度的潜在问题。
2. 1. 1　 筛选值的定值问题

我国标准筛选值制定的基本思路如图 2 所示,
针对各项指标制定了“筛选值”和“管制值”,并规定

两者之间为“须进行风险评估”区间。 参考国家标

准(GB 36600)的编制说明,我国污染物指标筛选值

的定值整体上基于风险评估导则(HJ 25.3)的相同模

型,但对砷、钴、钒 3 项重金属指标进行了背景值调

整[18]。 本文按照现行风险评估导则,基于第一类用

地条件下的全部暴露途径默认参数,对选取的 3 种

重金属指标(未经背景值调整)和 7 种有机物指标,
计算了各指标的推算筛选值。 如表 1 所示,10 项指

标中有 6 项的推算值实际低于国家标准(GB 36600)
的定值,3 项二者相同,1 项的推算值更高。 推算值

低于标准筛选值的指标包含重金属(汞)、挥发性有机

物(苯、氯甲烷、四氯乙烯)和半挥发性有机物(硝基苯、
萘)。 在表 1 中同步给出了美国环境保护局提供的最

新区域筛选值。 可以看出,我国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

物指标的筛选值定值整体皆低于美国的通用区域筛

选值,半挥发性有机物指标高于美国筛选值,而各大

类污染物皆有通用筛选值高于模型推算值的情况。
在表 2 中收集了 8 份 2018 年以来在互联网上

公开的污染场地修复报告或效果评估方案,统计了

其中修复目标值等于筛选值的情况(排除已经过背

景值调整的砷,另位于北京、浙江的场地在报告发布

时使用的是当地较早颁布的筛选值)。 经过针对场

地的风险评估后,以筛选值作为修复目标值的案例

仍较为普遍,如重金属中的镉、汞、铅,多数多环芳烃

及石油烃等指标。 根据我国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

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对污染场地数据库的调

查,全国只有约 2%的场地能够采用精细化评估方

法确定修复目标值,而绝大部分场地在简单计算风

险控制值后,实质仍只是以筛选值作为最终的修复

目标值[19]。 综合以上数据,我国的标准筛选值在国

际标准和风险评估技术模型之间的保守性尚不明

确,但由于筛选值具有法律层面的强制效力,最终后

果可能是风险评估环节的技术模型计算流于形式,
使得全国性的土壤筛选值实质充当了类似水质标准

的普遍性限值。

图 2　 污染土壤筛选的概念示意图

Fig. 2　 Conceptual spectrum for the screening of contaminated s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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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污染物指标的我国国家筛选值、全暴露途径推算值与美国筛选值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screening values of China, the derived values with all
exposure pathways, and the US regional soil screening level (SSL) for selected contaminants

污染物

Contaminant

中国国家筛选值 GB

36600-第一类用地/(mg·kg-1 )

National screening

values GB 36600-
Type Ⅰ lands in China

/(mg·kg-1 )

中国全暴露途径推算值

/(mg·kg-1 )

Derived values with all

exposure pathways in China

/(mg·kg-1 )

美国环境保护局区域

筛选值/(mg·kg-1 )

US EPA regional SSL

/(mg·kg-1 )

类别

Type

铜 Cu 2 000 2 000 3 100

镉 Cd 20 20 71

汞 Hg 8 4.45 11

重金属

Heavy metals

苯 Benzene 1 0.76 1.2

甲苯 Toluene 1 200 1 597 4 900

氯甲烷 Chloromethane 12 5.10 110

四氯乙烯 Perchloroethene 11 8.72 24

挥发性有机物

(VOCs)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硝基苯 Nitrobenzene 34 27.85 5.1

萘 Naphthalene 25 3.76 2

苯并(a)芘 Benzo[a]pyrene 0.55 0.55 0.2

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

Semi-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SVOCs)

表 2　 选取污染场地修复方案中修复目标值等于筛选值的情况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records in which target values for remediation equal to screening values
in selected contaminated site remediation plans

场地编号

Number

超标重金属指标

Heavy metal exceedance

超标有机物指标

Organic compound exceedance

用地类型

Land-use type
所在位置

Location

报告来源

Resource

1 汞 Hg、铅 Pb - 敏感 Sensitive 北京 Beijing [20]

2 - 苯并(a)芘 Benzo[a]pyrene 敏感 Sensitive 上海 Shanghai [21]

3 镉 Cd、铅 Pb - 敏感 Sensitive 华东 Eastern China [22]

4 镉 Cd、铅 Pb

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
二苯并(a,h)荧蒽、茚并(1,2,3-cd)芘
Benzo[a]anthracene, benzo[a]pyrene,

dibenz[a,h]anthracene,

benzo[k]tetraphene, indeno(1,2,3-cd)pyrene

非敏感

Non-sensitive
浙江杭州

Hangzhou, Zhejiang
[23]

5 -
1,2,3-三氯丙烷、苯并(a)芘

1,2,3-trichloropropane, benzo[a]pyrene
敏感

Sensitive

浙江宁波

Ningbo, Zhejiang
[24]

6 -
苯并(a)芘、石油烃

Benzo[a]pyrene, petroleum hydrocarbons

非敏感

Non-sensitive
江苏泰州

Taizhou, Jiangsu
[25]

7 -
苯并(a)芘、石油烃

Benzo[a]pyrene, petroleum hydrocarbons

非敏感

Non-sensitive
广东广州

Guangzhou, Guangdong
[26]

8 -
苯并(a)芘、石油烃

Benzo[a]pyrene, petroleum hydrocarbons

敏感

Sensitive

甘肃庆阳

Qingyang, Gansu
[27]

2. 1. 2　 复杂组分污染物的筛选值和相应毒性评估

参数问题

　 　 根据编制说明,我国国家标准对部分毒性机制

较复杂的污染物指标,如铅、铬、氰化物、多氯联苯、

总石油烃等,先行规定了对应于标准检测方法的筛

选值,但不在风险评估导则中给出明确的致癌效应

或非致癌效应毒性评估参数。 现行场地调查实践

中,相比直接适用的筛选值,复杂组分污染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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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流程仍暂缺标准化的技术指导,实际项目中仍

可能倾向于直接使用筛选值。
近年来,复杂组分污染物筛选值与精细化毒性

评估的问题得到了学者的关注。 如对于多氯联苯,
崔勇等[28]指出我国标准筛选值中的多氯联苯总量指

标为 12 种共平面多氯联苯总和,但现实中多氯联苯

不同组分占比的变化幅度较大,国家标准筛选指标

较实际风险水平宽松。 对于石油烃,我国标准筛选

值只取芳香类石油烃 C10 ~ C16 段的毒性参数计算

的数值(参数取自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修复目标

值)[29]。 我国上海市在 2020 年颁布的技术导则中,
借鉴美国德克萨斯州提供的石油烃技术参数,给出

了一组石油烃分馏分评估的建议,包括原油类、汽油

类、柴油类、润滑油类、混合油类五大典型行业,并给

出了各行业遗留石油烃混合物中各碳段组分的质量

分数,以及每种组分的理化参数和毒性参数[30]。 张

若男[31]对比了 GB 36600 筛选值与按我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美国德克萨斯州、美国环境保护局等的分馏

分毒性参数计算的石油烃筛选值,指出我国现行的

指示馏分方法规定的筛选值偏保守。 由此可见,我
国目前对复杂组分污染物的管理思路仍是先行立法

制定筛选值,但不明确规定执行风险评估环节的精

细化毒性评估参数。 未来工作,尤其是在有机农药、
溴阻燃剂、全氟磺酸(PFAS)等新污染物的环境质量

标准制定中,对筛选值和精细化毒性评估参数的协

调处理仍是标准立法的关注焦点。
2. 1. 3　 筛选值与检测结果的统计分析问题

受物质自然迁移和人类活动影响,污染物在土

壤中的分布通常具有很大的空间异质性。 且现行污

染场地调查采用的钻孔取样技术只能提取极小点位

处的土壤,采样调查结果与真实污染物分布之间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32],使得简单对比土壤样品检测

结果与单一筛选标准未必能反映场地整体的污染状

况,需要关注检测数据的统计学特性。 我国的相关

标准与导则对土壤污染空间分布的统计学方法规范

仍较为简单,如场地调查导则(HJ 25.1)简单提及对

比检测结果与环境质量标准时须“经过不确定性分

析” [14],风险评估导则(HJ 25.3)提到评估时可取污染

物平均值的置信区间上限等,但没有较系统的统计

学方法指导。
发达国家的污染场地实践对筛选值与污染物检

测结果的统计分析普遍有较全面的规定,如英国环

保署的《土壤污染浓度与临界浓度比较导则》 (简称

“CL:AIRE 导则”)对污染场地风险管理决策中筛选

值、修复目标值等土壤环境临界指标与场地检测指

标的统计分析进行了详细规定[33]。 美国环境保护局

《土壤筛选导则》也给出了使用筛选值时的定量不

确定性分析方法,对使用多份采样检测结果的最大

值、平均值或平均值的 95%置信区间上限的场合进

行了明确规定[6]。 美国环境保护局还进一步开发了

用于污染场地环境数据的统计学分析处理的

ProUCL 软件,供污染场地管理人员处置相关检测

数据[34]。 武文培等[35]研究了英国 CL:AIRE 导则和

美国 ProUCL 导则在我国的一处萘污染场地中的应

用,得出虽然该场地的表层和深层土壤均有采样点

位检出的萘超出国家标准筛选值,但经过统计学分

析推导的真实平均浓度显示,只有深层土壤的萘需

要进行详细风险评估。 我国目前有部分省份,如江

西、广东等,在地方性技术导则或调查报告评审规则

中补充了简单的检测结果统计学处理事项,包括孤

立超标点位、大量接近而未超标点位、轻微超标点位

等情况[36-37]。
2. 2　 用地方式问题

世界各国在制定土壤筛选值和风险评估导则

时,都会通过给出一系列包含参考暴露参数及暴露

途径的用地方式,以便快速确定通用筛选值和风险

评估模型,加速对污染区域的筛选。 发达国家通常

以“居住用地”和“工商业用地”为开展风险评定的

基准,多数国家也将“公园或娱乐用地”作为参考用

地形式[38]。 对我国而言,城市建设用地开发往往是

“自上而下”模式,即先由土地规划部门制定控制性

详细规划,确定规划用地类型后,再由政府生态环境

部门组织开展环境调查与修复。 此流程下,公共环

境卫生层次的场地风险评估必须依赖上位的土地规

划标准。 我国早期颁发的地方标准中,北京市[39]、重
庆市[40]、浙江省[41]采用了与国外类似的划分法,而上

海市在 2015 年首次参照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城市

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137—2011)
提出了的“敏感用地/非敏感用地”分类方式(现已废

止)[42-43]。 2018 年颁布的国家标准(GB 36600)采用

了上海市的分类方式,并缩小了敏感用地的范围。
在近年的场地调查实践中,部分地方政府和从业者

逐渐注意到了这一机制的潜在问题,其中主要的关

注点如下。
2. 2. 1　 非居住性敏感用地问题

在我国制度体系下,筛选值层级(GB 36600)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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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层级(HJ 25.3)使用同样的用地类型划分。
从 HJ 25.3 给出的推荐参数(主要是暴露周期)看,敏
感用地(第一类用地)与非敏感用地(第二类用地)在
定量暴露模型上的实质仍是居住用地和工商业用

地。 基于筛选值的普适性和保守性要求,在初步筛

选阶段,“敏感用地”的适用标准适合按最严格的居

住用地执行。 但对于介于“敏感”与“非敏感”之间

的部分公共服务用地、公园绿地等情形,由于导则对

暴露参数细则的规定有限,以致在风险评估环节仍

只能执行居住用地标准,导致得到的风险控制值偏

低,提高后续修复成本。 Ji 等[44]根据我国的风险评

估导则,计算了 12 种典型有机污染物对应我国国家

标准(GB 50137)中各类用地方式的调整风险筛选

值,结果显示调整后公共服务用地(包括有儿童受体

的敏感用地和只有成人受体的非敏感用地)的筛选

值普遍在居住用地的 6 倍 ~ 12 倍。 Wu 等[45]基于实

际调研数据,通过传统污染场地暴露评估模型

(CLEA 模型)推导了适用于北京市公园用地的若干

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土壤环境标准,得出对具有

“敏感”属性的公园,多数污染物的推算值都高于国

家标准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即国家标准筛选值本身

偏保守。 综合上述研究,如果场地调查方只按居住

用地的暴露参数执行风险评估,计算出非居住性敏

感用地的风险控制值会明显偏低(低于筛选值),最
终仍只能由通用筛选值充当修复目标值,风险评估

环节失去实质作用。
2. 2. 2　 敏感性归类模糊问题

我国污染场地相关标准及导则划定敏感用地与

非敏感用地的核心依据是 “土地上有无儿童暴

露” [12],但划分用地类型的依据全部来自住房及城

乡建设部制定的 GB 50137 标准,后者并未按“成人/
儿童”确定细分用地类型[43],导致部分规划中的用

地方式的敏感性归类模糊,可能出现有敏感受体的

场地按非敏感场地认定或相反的“倒挂”问题。 在

表 3 中汇总了国家标准的“非居住性敏感用地” (认
定为“第一类用地”的非居住用地方式)[12]和深圳市

地方标准增加的部分用地方式[46]。 一方面,国家标

准规定的非居住敏感用地中,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

利设施用地(福利院、养老院)、社区公园等用地类型

都不包含长期的儿童暴露情景,按假设存在儿童长

期暴露的居住用地评估可能偏严苛。 另一方面,深
圳市在 2020 年颁布的地方标准中补充了一部分在

国家标准中未归入敏感用地,但包含明显的儿童暴

露场景的用地方式,包括: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
中等专业学校,以及带有居住或公共管理服务功能

的商业公寓或新型产业用地等[46]。 此外,博物馆、科
技馆、体育场馆等用地在现实使用中往往也存在高

频率的儿童暴露。 由于现行标准对用地方式的“敏
感”与“非敏感”采取简单的二分归类,存在明显敏

感受体的场地若被归入基于工商业用地的风险评估

计算模型,则可能导致污染场地整体无法被正确认

定,进而影响场地调查修复过程的整体走向。 综合

国家与地方的立法实践,土壤环境质量立法可适当

借鉴深圳市经验,以地方标准或技术导则的形式弥

补用地方式的归类模糊问题。
2. 2. 3　 “自上而下”评估问题

由前述可知,我国“自上而下”的用地规划模式

使得城市土地规划与污染场地的环境管理适用不同

标准文件,而位于下位的环境管理机构在制度上不

易执行更精细化的风险评估规则。 近年来已有学者

对场地修复实践中细分区域规划对风险评估结果的

影响进行了研究。 如张丽娜等[47]研究了北京市某大

型苯污染场地,分别计算了采用单一用地规划和考

虑多种用地方式的风险水平和修复目标值,结果显

示单一用地规划会淡化场地内局部高风险区的风险

水平,同时高估低风险区的风险,最终增加场地整体

的修复成本。 邓一荣等[48]研究了同一污染场地根据

采样检测结果修正不同规划分区后的风险评估结

果,发现修正场地分区规划后可在保证消除风险的

前提下将修复成本最高降低 38.6% 。 Ji 等[49]针对规

划为交通场站、城市道路、地铁等非居住用地方式的

某制药企业遗留污染场地进行了精细化风险评估,
得出常规非敏感用地暴露假设下相关用地方式的苯

并芘致癌风险控制值可达实际情景的 189 倍。 也有

国内学者通过生物可给性和概率评估结合的方式,
给出了重金属[50]和多环芳烃[51]的场地特性优化修复

目标值。 考虑到“用地方式”的认定贯穿场地调查

与修复全过程,在保证初级筛选的前提下,针对具

体场地分析实际暴露途径,精细化终端筛选中的

用地形式,是减少污染筛选误差的低成本且有效

的方法。

3　 结论与展望(Conclusion and perspectives)
综合本文对我国污染土壤筛选制度的构建与分

析可知,我国现行的土壤筛选制度建立时间较短,受
国情和市场形势影响,筛选制度较大程度依赖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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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通用标准。 对于污染场地筛选过程中可能产生

的误差,相关制度尚未建立明确的分析及规避机制。
根据本文分析,我国的土壤污染筛选制度主要存在

两大方面问题: (1)前期筛选值层级缺少保守性评

估,而后期风险评估层级与前期分离,使得通用筛选

值的效力可能过大,风险评估环节难以发挥效用;
(2)用地类型划分的标准分别来自城市规划与生态

环境部门,两者间可能存在不兼容,造成风险评估结

果不准确,甚至出现“风险倒挂”问题。 应注意“本
有污染风险,被筛选过程排除”的情况,尤其是因筛

选值的保守性定位存在偏差,导致检出污染风险在

初步调查阶段即被通用筛选值排除,以致风险评估

环节完全未开展(如存在儿童暴露的场地被划入非

敏感用地的情况)。

表 3　 国家标准与深圳市标准中的非居住型敏感用地划分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non-residential sensitive land-use in the national and
Shenzhen municipal standards in China

规划用地类型 GB 50137
Land use type GB 50137

国家标准 GB 36600
National standard GB 36600

深圳市标准

Shenzhen municipal standard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service lands (A)

中小学、医疗卫生、社会福利设施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 medical and hygiene, social-welfare facility

-
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

Children’s palace, children activity center, senior activity center

-
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

Higher educatio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

绿地与广场用地(G)
Green space and square lands (G)

社区公园、儿童公园

Community park, children park

-
综合公园、专类公园

Multi-functional park, specified park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
Commercial and service facility lands (B)

-
商务公寓

Commercial apartment

工业用地(M)
Industrial lands (M)

-
新型产业用地(包含住宅或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Novel industry land (containing residence 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or service facilities)

　 　 总体上,污染筛选过程应尽量遵循“先严格后

宽松”的基本准则,即前端筛选环节采用尽量保守

的标准,至终端环节引入更多实地性指标。 若场地

进入修复阶段,可利用修复技术的工程设计余量来

消除筛选的误差,这是平衡健康风险和修复成本的

较合理策略。 “先严格后宽松”的筛选准则也已在

近年实践中得到认可,如多处地方导则开始接受了

上海市给出的石油烃分碳段评估方法,并在导则中

给出的详细的定量指导[37,52]。 近年来,国内报道了

多处在筛选值基础上基于生物可给性分析、概率评

估等精细化方法获得更合理修复目标值的实际场地

案例[50,53-54]。 我国生态环境部也在 2022 年发布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值制定指南 (试
行)》 [55],说明我国对城市污染场地的管理正朝着精

细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开始

重视新污染物治理,现有风险筛选框架中存在的筛

选值保守性不明、混合组分毒性表示不明等问题,也
需要在新污染物的立法工作中予以重视。 结合发达

国家的制度经验,我国污染场地土壤筛选制度的未

来发展也势必会更重视“基于风险” “场地特性”等
核心原则,更强调以风险因素控制污染筛选全过程,
淡化“一刀切”属性。

通信作者简介:吴启堂(1962—),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

土壤污染防治、城市污水污泥的处理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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